
政治精英身份是农村创业的“动力”还是“牵绊”？

———“千村调查（２０１６）”的实证分析

万君宝　 查　 君　 徐婉渔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 ４０ 载使乡土中国发生巨变，但华夏农耕文化和农村历史演进过

程所衍生出的“庇护—依赖”思想在村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基于印记理论，本文探讨了

“庇护—依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影响；并探索新兴创业文化如何通过削弱传统

印记的作用进而影响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概率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传统“庇护—依赖”印记下，农村政治精英所处的“舒适

圈”强化了其风险规避意识，进而牵绊了其创业选择；创业氛围作为外来的文化环境，弱
化了传统文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牵绊”，且朋亲“小社会”内的强创业氛围更能

带动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 本文反映了传统文化印记对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作用，揭
示了农村开放及外部创业文化对传统乡土文化面貌改善的意义，深化了乡村创业动机研

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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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规划的部署下，我国农村脱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战”。
“攻坚战”的胜利与否，在于政府的外部帮扶，更在于农民自主脱贫致富的意识。 随着农村基础设

施的完善、渠道市场的扩展，资源要素实现城乡互通，农村创业不断深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达

４００ 万家，从事非农创业人员达 ３１４０ 万人①。 这充分体现了农民在自主致富上的能动性，及农村创

业在就业带动、促进“社会金字塔”底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Ｋａｒｎａｎｉ，２００７） ［１］。 首先，农村政治精

英（本文专指村干部或党员），因其资源调动与分配能力，既在脱贫“攻坚战”中扮演“重头戏”，又
是建设农村“希望田野”的“主力军”，其政治网络能弱化二元社会体系下农村资源劣势与城乡经济

制度“鸿沟”（邹铁钉，２０１４［２］；陆铭和李爽，２００８［３］；龙静，２０１６［４］ ）。 面对创业，农村政治精英是如

何选择的？ 已有学者对政治资本如何影响个体创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将城镇居民与农村

居民等同处理（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５］；田莉等，２０１５［６］），忽略了生态、历史、文化环境与个体心理、
行为间的相互作用（杨婵等，２０１７） ［７］。 其次，农村政治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更在村落事务中进

行领导、管理和决策，集权责于一身（杨善华，２０００） ［８］。 第三，在村落自治下，村干部具有政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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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村落“管家”和“理性人”等多重角色，行为决策受到更多混杂因素的影响。
根据印记理论（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个体与组织在发展的“环境敏感期”内易被特定事件、文化

和环境刻下印记，并持续受到影响（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３） ［９］。 传统“小农经济”扎根土地，生产

单位分散隔离，易受外部病灾侵扰（Ｐａｔｏ 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２０１４［１０］；Ｂａｒ⁃ＥＩ 和 Ｆｅｌ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０［１１］ ）。 低效

的生产、动荡的环境、垂直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催生了传统中国乡村中精英与非精英间的“等级”
关系与“庇护—依赖（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思想（Ｏｉ，１９８５） ［１２］：村落领袖协调分配村落资源（庇护方），普
通村民服从、配合并对精英产生依赖（依赖方） （Ｏｉ，１９８５） ［１２］。 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

社会资源集中并统一分配，掌握资源分配权的管理者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纪莺莺，２０１２） ［１３］，而
乡村政治精英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管理”角色，加深了农村“庇护”与“依赖”的思想印记，更确

立了其精神领袖的地位。 作为农民的“庇护者”，乡村政治精英拥有协调、分配和调动村落资源的

责任和能力（杨善华，２０００） ［８］；同时又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资源供给，这种双重“庇护—依赖”下的

“舒适圈”导致其在经济活动中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周庆智，２０１４） ［１４］，更畏惧创业失败的未知风

险，对创业产生回避的心态。
传统文化为个体决策提供理论和规范，但亦会被个体行为重塑（什托姆普卡，２００５） ［１５］。 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农业税取消、各类补贴等政策减少了

农民对精英的依赖，削弱了精英的资源分配权。 其次，乡镇企业因其社会价值获得了政府的肯定与

支持（李炳坤，１９９３［１６］；Ｆａｎ 等，１９９６［１７］），这也为其取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在当前政府推出各项

促进农村创业、外部资本下乡的政策并配套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的背景下，具有村落威望、最了解农

村情况与政策的政治精英，成为开展“双创”工作，推动农村脱贫致富、产业升级的“领头羊”。 当创

业文化携带着外部资源、技术和规范，向隔离、封闭的农村地区席卷而来时，传统“庇护—依赖”的
文化印记是否会衰败（Ｍａｒｑｕｉｓ，２０１８） ［１８］？ 乡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是否不同？

综上，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１）在我国农村独特的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思想下，农村

政治精英是否更可能创业？ （２）在“乡村振兴”和“双创”的政策背景下，创业氛围所代表的新兴创

业文化如何影响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３）农村“小社会”中的朋亲强关系又在其中发挥何种作

用？ 本文基于印记理论关注了传统“庇护—依赖”文化印记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牵绊效

应”，并采用全国“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回答了上述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下，新
兴创业文化对传统思想印记的冲击和替代，揭示了文化印记衰微的动态过程；农村“朋亲圈”内的

创业氛围在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过程中起到了“带动效应”。 本文扩展并深化了乡村创业动机研究

的理论框架，并对农村文化建设及“外部文化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作出贡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 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１）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 我国古代农耕经济表现出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家庭

（族）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村生产单元高度分散、单元之间交易成本高，难以形成合作

（Ｐａｔｏ 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２０１４［１０］；Ｂａｒ⁃ＥＩ 和 Ｆｅｌ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０［１１］；李根蟠，１９９８［１９］）；二是生产力落后和人口

持续增长加深了农民对土地、尤其是良田的依附（阎万英，１９９４） ［２０］，“禁民流动”的古代户籍制度

（张琳，２０１２） ［２１］，禁锢了农民的流动性，催生出浓厚的乡土情怀。 “小农”生产模式和农民对土地

的依附加深了村域的封闭，并形成农民对集体自治和宗族领袖的自然需求。 作为农村“小社会”的
核心内聚力（张佩国，２０１１） ［２２］，宗族关系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持续发挥着抵御饥饿和病灾等社会

动荡的作用（杨婵等，２０１７） ［７］。 但宗族文化中的等级、秩序与保守性（赵世瑜，１９９９） ［２３］，也使农业

社会下的传统主义文化表现出人情导向、差序结构及较高的权力距离等特质（李新春等，２０１７）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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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封闭的空间中，村落领袖凭借其资源占优、威信和能力协调村务、与外界建立联系，为村民

提供庇护（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６［２５］；Ｏｉ，１９８９［２６］；Ｗａｎｋ，２００１［２７］ ）；而村民则对村落领袖形成依赖并给予其

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Ｓｃｏｔｔ，１９７２） ［２８］，村落精英与非精英间形成了“庇护—依赖”的关系模式。
传统“庇护—依赖”的关系模式在我国农村发展的“环境敏感期”内发挥影响（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３） ［９］，进而形成了“庇护—依赖”的文化印记，催生了农民“重仕轻商”“安于现状”等小

农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的国家治理体系打破了小农经济“小国寡民”的状态，自上而

下的资源分配方式将“一袋马铃薯”式的社会高度整合（周庆智，２０１４） ［１４］，政治精英则在其中发挥

着管理和资源分配的作用。 这提高了农村经济运行的效率，更确立了政治精英在农村地区的领袖

地位，加深了农民对资源“自上而下”的认知和“等、靠、要”的被动观念，这种认知与观念进而加强

了普通村民对于政治精英的依赖心理。 进入人民公社时代，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权力观念随着多次

农民运动得到强化，追求“仕途”和体制的思想在农村地区被进一步巩固（周庆智，２０１４） ［１４］，甚至

上升为社会规范，这更加深了农村政治精英对于体制的归属感和依赖感。 农村政治精英不仅为村

民提供庇护，同样受到体制的支持：一方面，他们依赖体制获取安全感、又通过庇护村民获得成就

感；另一方面，他们能接触到上级的资源分配信息，又对本村资源具有一定裁量权。 双重“庇护—
依赖”关系在农村发展的不同“敏感期”内刻下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

制度，农民通过民主参与选举村委会成员，实现自我管理、维护自身利益。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人

口流动的增强加剧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王春光等，２０１８） ［２９］，催生出农民的社会性竞争和地位

焦虑（杨华和欧阳静，２０１３） ［３０］。 然而，在“庇护—依赖”印记的作用下，普通农民的民主参与决策

意识尚在培养，对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的村务参与热情不高，或者把话语权默认委托给农村政治精

英（曲延春，２０１５） ［３１］。 同时，基层政府习惯性地将村委会视为下属延伸机构，诸多工作如村落集体

项目的规划、农民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等，都要求村落政治精英协助开展（贺雪峰，２０１８） ［３２］。 因

此，农村政治精英身份被视作一种社会地位和权威符号，能有效解决农民所面临的地位焦虑。 文化

印记通过“学习和复制”效应在我国农村这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相对封闭的聚落空间中

较为稳定地传承（胡彬彬和邓昶，２０１９） ［３３］，持续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Ｍａｒｑｕｉｓ 和 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３） ［９］。
传统的“庇护—依赖”印记为农村政治精英同时“画下”心理和资源的“舒适圈”。 除了村民认

可、社会地位与村落威望等心理和精神的满足感之外，“舒适圈”还体现在：拥有村内外资源的优先

接触权和相对灵活的裁量权，以及体制对子女、家庭所产生的正向“溢出”，如更多社会资源、收入、
职业空间以及家庭经济财富等（谭远发，２０１５［３４］；Ｊｕｄｇｅ，１９９２［３５］；Ｌｉｕ，２００３［３６］ ），这在资源渠道缺

失、制度不健全并且个人发展路径单一的农村尤为重要。 心理和资源上的“舒适圈”强化了农村政

治精英的风险规避意识，在享受相对收益的同时，他们对风险和损失表现得更加敏感（Ｔｖｅｒｓｋｙ 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９２） ［３７］。 这一则源自传统文化中“风险规避”的基因（Ｌａｕ 等，２０１０） ［３８］———由于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不足 （ 秦立 建 等， ２０１４ ） ［３９］， 城 乡 信 息 不 对 称 而 催 生 出 “ 模 糊 风 险 厌 恶 ”
（Ａｈｓａｎｕｚｚａｍａｎ，２０１５） ［４０］；二则源自创业失败后“丢面子”的顾虑，“面子”是村庄“熟人社会”中的

“社交性货币”（董磊明和郭俊霞，２０１７） ［４１］，相较普通村民，政治精英的创业失败对其威信“面子”
将造成更负面的影响。 而农村政治精英体系具有较强稳定性（王春光等，２０１８） ［２９］，“千村调查”结
果显示：全国范围内 １１５１ 个村庄中，约 ４０％ 的前任村长晋升或平调，仅 １ ２２％ 的前任村长因创业

离职，干部结构的稳定性亦会牵绊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故农村政治精英更倾向于留在体制内，并
在面对市场经济时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而非政治精英因处于相对损失的状态，对创业表现出较强

的“创新精神”。 因此，基于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下，相对于农村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的可能

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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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 已有针对城市居民创业选择的研究大多秉持社会资本理论的观

点，认为政治精英嵌入在不同的政治网络中，通过网络广度和嵌入深度获取相应的信息和资源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４２］；Ｌｉｎ，２００２［４３］）。 由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已有研究大多认为政治资本是创业活

动的动力（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５］；田莉等，２０１５［６］；杨婵等，２０１７［７］ ）。 相对于其他职业选择，创业

活动不仅具有较高的资金门槛，同时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除了面临严酷的

竞争外，还需要和各级部门互动。 因此，充裕的资源和渠道对于农民“选择创业与否”的决定至关

重要。
农村政治精英不仅长期本土“耕耘”，熟悉村落发展变迁与人情世故，且具有村落威望和足够

能力调动和整合资源，加之政治精英身份所拥有的合法性能够帮助其相对容易的获取银行贷款

（杨婵等，２０１７） ［７］，更能打通创业所需的“资金流”。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村落基层自治的要求下，
村干部等政治精英拥有“政府代理者”“村庄当家者”和“理性人”三重角色（付英，２０１４） ［４４］。 他们

作为“政府代理者”协助政府管理村民，既熟知创业扶持政策以降低行政审批成本，又更容易取得

身份合法性，相对优先地获得政府项目与支持，这为创业奠定了资源基础；他们作为“村庄当家者”
全面了解本村发展现状，能有效识别潜在创业机会，并带领村民开展大规模创业活动；而“理性经

济人”指在基层自治下，村委在村级决策和集体财产处置方面享有相对灵活的裁量权，故部分村干

部可能利用权利空间为后续创业积累资源（肖唐镖，２００６） ［４５］。 不同于传统的体制内政府官员，村
干部多为村民兼业，在不开展行政事务时需从事生产活动。 在国家促“双创”、乡村振兴和脱贫减

贫的大背景下，村干部往往被鼓励带头从事创业活动，如当前村委选举时签署创业承诺书的现象。
因此，基于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ｂ：政治资本的“动力”视角下，相对于农村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选择创业的可能性

更高。
２． 创业氛围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创业活动嵌入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中（齐玮娜和张耀辉，２０１５） ［４６］，创业者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资

源和信息，且个体创业兴趣和信心亦受环境影响（吴小立和于伟，２０１６） ［４７］，尤其是农民信息获取途

径少、信息解析能力弱，其决策更易受到环境影响进而表现出“羊群行为” （杨卫忠，２０１５） ［４８］。 尽

管农村传统“庇护—依赖”的文化印记可能牵绊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但是，乡土社会亦发

生着“转型巨变”：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创了农民创新、创业的“先河”；随
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取得合法性，并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李炳坤，
１９９３） ［１６］；２００６ 年免除农业税后，政府提供了各类农民、农村补贴，这虽然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

产生“寻租行为”，但极大地调动了农村政治精英在面对市场经济时的主动性与决策的多元性，尤
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创业因其社会价值得到了各界好评，而互联网时代下电商平台如火如

荼地发展，又为农村创业带来新一轮机遇。 相对于传统文化，创业文化在较为封闭与落后的农村

地区是新兴的、外来的，其中饱含着市场经济、开放竞争与冒险创新的内涵和价值观，更要求文化

主体的独立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周亚越和俞海山，２００５） ［４９］ 。 当外部创业文化携带着新技术、新
思想向封闭的农村席卷而来时，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是否又会有所不同？ 作为新兴的外部

文化环境，创业氛围包括人们对创业活动的价值观、感知态度及一系列非正式的社会规范（Ｔｓｕｉ
等，２００７［５０］ ；Ｎｏｓｅｌｅｉｔ，２０１０［５１］ ；蒋剑勇和郭红东，２０１２［５２］ ）。 创业氛围越浓厚，代表村民对创业活

动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创业环境与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村民承担创业风险的意愿整体上更强。
本文认为，创业氛围通过“冲击效应”“激励效应”和“带动效应”三条主要路径影响了农村政治精

英的创业选择。
首先，创业氛围对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冲击效应”，弱化了农村政治精英“重仕轻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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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落场域内“庇护—依赖”的传统文化印记。 从文化冲击和更替的视角来看，创业文化的涌入将

原本相对封闭的农村“小社会”打开了一个“豁口”，使得外部信息、知识和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
随着创业氛围的逐步增强，创业文化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现代文化将引发传统“庇护—依赖”思想

印记的嬗变（王淑芹和刘畅，２０１７） ［５３］。 创业文化中的市场主体精神和独立意识有助于提高农民市

场活动与民主决策的参与度，削弱农村政治精英对于体制资源的依赖心理；同时，创业文化中的务

实、开拓与冒险精神，也会对农村政治精英的体制虚荣心和自我满足感产生冲击。 加之当前国家对

农村创业的大力支持，不仅降低了体制“庇护”的吸引力，更有机会让农村政治精英重新认识自我价

值和当代发展机遇，其积极的创业态度被调动，面对市场经济时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也得到了增强。
其次，创业氛围对农村政治精英走出“舒适圈”产生了“激励效应”。 一方面，创业文化催生出

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扩展了农民的发展路径和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与资源获取无需依托体制实

现。 通过创业能获得资本积累并创造社会贡献，在实现个人财富和价值目标的同时，也推动着农村

社区的经济发展，新时代的价值追求激励着农村政治精英走出“舒适圈”。 另一方面，浓厚的村落

创业氛围中拥有丰富的创业信息和完备的创业配套设施，如市场和渠道，这能有效弱化创业的超前

性和不确定性（张玉利和杜国臣，２００７） ［５４］，降低农村政治精英的“模糊风险厌恶”（Ａｈｓａｎｕｚｚａｍａｎ，
２０１５） ［４０］和“丢面子”的顾虑（董磊明和郭俊霞，２０１７） ［４１］，激励农村政治精英运用自身资源禀赋

“另创天地”。
第三，朋亲“小社会”内的创业氛围通过信任感与身份认同感对农村政治精英创业产生了“带

动效应”。 由于我国农村为基于亲缘和家族认同形成的、拥有“差序结构”的“小社会”，朋亲在农民

的思想、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费孝通，２０１２［５５］；董静等，２０１８［５６］ ）。 相对于普通关系网，“小社会

网”具有高强度、半径短的特点（郭云南和姚洋，２０１３） ［５７］，关系双方表现出极强的承诺关系与信任

感。 对政治精英来讲，“小社会网”中创业的亲友，除了向其传递资源和信息外（Ｋｗｏｎ 和 Ａｒｅｎｉｕｓ，
２０１０［５８］；杨隽萍等，２０１７［５９］；金迪和蒋剑勇，２０１４［６０］），更通过朋亲间的高度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
帮助政治精英消除创业顾虑，使其不必担心亲友因传统“官本位”思想、风险规避意识而产生的困

扰，且“强关系”能帮助农村政治精英识别非体制内的市场风险（杨隽萍等，２０１７） ［５９］。 基于与亲友

间可靠的沟通和学习，增加自己的能力素养。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传统文化印记的“牵绊”视角下，创业氛围弱化了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

关系。
Ｈ２ｂ：政治资本的“动力”的视角下，创业氛围强化了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正向

关系。
综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论框架与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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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１． 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来自“千村调查（２０１６）”项目。 该项目自 ２００８ 年启动，每年对我国农村进行不同的

主题调研。 ２０１６ 年调研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从镇长、村长、村委、创业者与非创业者

等多来源反映中国农村地区的创业现状。 本文选取村长、创业者及非创业者问卷，根据村代码匹

配。 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数据前后明显不一致及港澳台样本（董静等，２０１８） ［５６］，形成有效问卷

１４１２２ 份。 其中，３０ ８８％和 １２ ０８％的样本来自我国东南和环渤海地区，２０ ９４％ 的样本来自中部

地区，东北、西南地区样本占比为 ５ ５３％和 １７ ４８％ ，１３ ０９％的样本来自西北地区；受访者中男性

占比约 ６９ ７４％ ；样本平均年龄约 ４５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１ 年。
２． 变量选择

因变量：创业选择（Ｅｎｔｒｅｐ）。 现有研究对创业选择的衡量主要是判断调查对象是否从事（过）
自营工商业等创业活动（蔡栋梁等，２０１８［６１］；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６２］）。 结合现实情况，本文将农村创业

活动不限定为从事自营工商业，而是指当地农民试图通过创建新企业或组织的方式销售产品或提

供服务，这一界定与“千村调查”保持一致。 变量测量上，“千村调查”选择拥有创业经历和未有创

业经历的农民分别填写创业者问卷与非创业者问卷，两份问卷在内容上存在交叉。 本文根据被试

所属的问卷类型区分，若来自创业者问卷，代表进行了创业选择，该变量记 １；若来自非创业者问

卷，则代表从未选择过创业，该变量记 ０（杨婵等，２０１７） ［７］。 其中，创业者占比达 ３２ ５５％ 。
自变量：农村政治精英（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村干部和党员在村落发展与治理中发挥显著影响。 本文采

用指标“是否（曾）是党员或村干部”对农村政治精英进行衡量。 若是，该变量记 １；反之记 ０。
调节变量：创业氛围。 前人大多以量表测量被试的主观感受（蒋剑勇和郭红东，２０１２） ［５２］，但易

受个体认知偏差的影响。 由于个体认知、态度能外化于行为，故某区域范围内农民整体的创业行为

和创业环境建设能反映该区域的创业文化。 本文采用以下代理变量衡量村落中创业氛围的强度：
（１）本村近一年内参与创业的家庭总数（Ｆａｍｉｌｙ）；（２）本村现有小微企业总数（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３）本
村是否存在创业企业载体，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Ｍａｒｋｅｔ）。 这三个指标由村长加以

评估。 （４）“受访者正在创业的亲友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以此考察农民朋亲“小社会”在创业文化传播

中的媒介作用。 该指标由受访者填答，更能反映农民“强关系圈”内的创业氛围强度。 值得注意的

是，基于村落的创业氛围与基于“朋亲圈”的创业氛围并不具有严格的分类学意义和明确的界限，
尽管村落创业氛围越强，农民“朋亲圈”内的创业人数可能相应越多，但反之却不一定成立。 本文

对调节变量（１）、（２）、（４）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内涵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选择（过）创业 １４１２２ ０ ３３ ０ ４７ ０ １

自变量 农村政治精英：村民是否（曾）是党员或村干部 １４１２２ ０ ２４ ０ ４２ ０ １

调节变量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近一年创业家庭数

取对数
１４１２２ １ ８０ １ ３８ ０ ５ ６６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小微企业数取对数 １４１２２ １ ８１ １ ４５ ０ ５ ４４

村落创业氛围：村长评价本村是否存在企业载体

（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
１１９７２ ０ ２７ ０ ４４ ０ １

“朋亲圈”内创业氛围：村民自评的创业亲友数取

对数
１３９６７ ０ ３１ ０ ５０ ０ 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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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类别 内涵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性别：若受访者为男性记为 １，女性则记为 ０ １２５２５ ０ ７０ ０ ４６ ０ １

年龄：受访者实际年龄 １２５２７ ４５ ３６ １２ ７４ １７ ９１

受教育年限：将受访者的学历折算为受教育年限。
具体折算方法为：文盲为 ０，小学、初中、高中分别

是 ６、９ 和 １２，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分别是 １６、１９ 和 ２３

１２３６３ １０ ７６ ３ ８５ ０ ２３

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全村平均组 １３０６９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０ １

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全村平均组 １３０６９ ０ ２８ ０ ４５ ０ １

区域：西部组 １４１２２ ０ ３１ ０ ４６ ０ １

区域：东部组 １４１２２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本文首先控制了创业选择主体的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 其次，控制了其

家庭经济水平。 家庭经济往往是创业活动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并影响创业者及家庭的风险承担

能力。 以全村平均水平为基准组生成两组虚拟变量：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平均组和高于平均组。
最后，控制样本所在区域。 将样本分为中部、西部和东部三组，基于中部组，生成虚拟变量西部组

和东部组。
３． 模型与方法

本文构造 Ｐｒｏｂｉｔ 概率模型：
Ｐｒｏｂ（Ｅｎｔｒｅｐ ＝ １ ｜ 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β２Ｆａｍｉｌｙ ＋ β３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　 　 　 　 　 　 　 　

＋ β４Ｍａｒｋｅｔ ＋ β５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 β６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Ｆａｍｉｌｙ
＋ β７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 ＋ β８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Ｍａｒｋｅｔ
＋ β９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ｕ （１）

　 　 其中，Ｅｎｔｒｅｐ 代表农民创业选择，β０ 代表常数项，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代表农民是否为政治精英，Ｆａｍｉｌｙ 代

表全村近一年的创业家庭数，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 代表本村小微企业数，Ｍａｒｋｅｔ 代表本村是否存在大型商贸

市场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代表受访者的创业亲友数，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Ｆａｍｉｌｙ、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ｌｉｅｌｉ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分别代表政治精英与创业氛围四个代理变量的交互项，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代表所有

被控制的变量，ｕ 则代表随机扰动项。
本文首先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村庄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以避免同村居民之间的相关性，

并对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系数计算了边际效应。 其次，对研究结果从样本、变量和方法三方面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分析考虑了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区域异质性，并探索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创

业类型。

四、 实证分析

１． 相关性分析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２ 所示。 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相

关。 村落创业氛围的三个代理变量中，“村创业家庭数”“村小微企业数”与农民创业选择显著正相

关，而“村企业载体：如大型贸易市场、工业园区”与农民创业选择未有明显相关性。 受访者“朋亲

圈”内的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与农民的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 此外，控制变量中，男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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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做出创业选择；农民年龄与创业选择负相关；农民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与其创业选

择正相关。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表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２ 相关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２． 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曾）是村干部或

党员
－ ０ １０∗∗∗

３．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庭 ０ ０４∗∗∗ － ０ ００４
４．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业数 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３４∗∗∗

５． 村落创业氛围：村企业载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 ０ １７∗∗∗ ０ ２９∗∗∗

６．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亲友数 ０ １６∗∗∗ － ０ ０２∗∗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２∗

７． 性别 ０ １７∗∗∗ ０ ０７∗∗∗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８． 年龄 －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１１∗∗∗

９． 教育年限 ０ ０８∗∗∗ ０ ０２∗∗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１０．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 ０ １６∗∗∗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９∗∗∗

１１．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０ ３３∗∗∗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１１∗∗∗

１２． 西部组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１３． 东部组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３∗∗∗ － ０ ０７∗∗∗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变量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８． 年龄 ０ １４∗∗∗

９． 教育年限 － ０ ０３∗∗∗ － ０ ４４∗∗∗

１０．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 ０ ０１ ０ １２∗∗∗ － ０ １５∗∗∗

１１．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０ ０７∗∗∗ － ０ ０７∗∗∗ ０ １５∗∗∗ － ０ ２７∗∗∗

１２． 西部组 － ０ ０１ － ０ ０９∗∗∗ － ０ ０８∗∗∗ ０ ０５∗∗∗ － ０ ０２∗

１３． 东部组 －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１３∗∗∗ － ０ ０７∗∗∗ ０ ０４∗∗∗ － ０ 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回归分析

（１）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首先，对假设 Ｈ１ａ和假设 Ｈ１ｂ所提出的两条对立性假设进行

检验，探索在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中，到底是文化印记的“牵绊”作用更加明显还是政治资本

的“动力”效果更加明显？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模型 １ 放入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模型 ２ 增加

自变量“农村政治精英”。 结果显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政治精英。 通过将非

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后发现，政治精英的创业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１５％ ①

（ｐ ＜ ０ ０１）。 因此，在本文提出的两条对立的平行假设中，假设 Ｈ１ａ得证，即：传统“庇护—依赖”
的印记下，农村政治精英所处的“舒适圈”牵绊了其创业选择。 模型 １、模型 ２ 的正确预测率良

好，分别为 ６８ ８７％和 ６９ ６２％ 。 此外，模型 １ 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男性比女性创业的概率高出

１８％ （ｐ ＜ ０ ０１）；受教育程度提升农民创业的可能性；家庭经济水平与农民创业选择正向相关：相
对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全村平均水平的组别，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的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高

出 ３１％ （ｐ ＜ ０ ０１），而低于平均组的农民，选择创业的概率低约 １３％ （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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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模型为 Ｐｒｏｂｉｔ 非线性回归模型，表格中汇报的回归系数的大小不代表边际效应大小，通过对回归系数进行转化，得到

边际效果 ｄｙ ／ ｄｘ。



表 ３ 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农村政治精英
－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１２）

性别
０ ４８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７７∗∗∗

（０ ０１１）
０ ５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１８４∗∗∗

（０ ０１１）

年龄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 ０ ３４９∗∗∗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４）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１４）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０ ８０８∗∗∗

（０ ０３３）
０ ３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８１０∗∗∗

（０ ０３３）
０ ３１１∗∗∗

（０ ０１２）

西部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东部组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常数项
－ ０ ９０２∗∗∗

（０ ０９３）
－ ０ ９９１∗∗∗

（０ ０９４）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１７０ ４８ １２６１ １０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０２６ ０ １１４１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注：∗∗∗、∗∗和∗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创业氛围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创业氛围对于主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模型 １ ～模型 ４ 中分别放入创业氛围的四个测量指标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乘项。 其中，模型 １、
模型 ２、模型 ３ 表明：村落创业氛围对主效应的调节效果均不显著；模型 ４ 表明，“朋亲圈”内的创业

氛围能显著弱化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 调节作用如图 ２ 所示。 创业亲友越

多，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间的负向关系越弱；创业亲友越少，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间

的负向关系越强。 这说明：朋亲“小社会”内的创业氛围通过信任感与身份认同感对农村政治精英

创业产生了“带动效应”。
若考察创业氛围对于农民整体创业选择的影响，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４ 中，村创业家庭数（ｄｙ ／ ｄｘ ＝

０ ０２，ｐ ＜０ ０１）、村小微企业数（ｄｙ ／ ｄｘ ＝０ ０２，ｐ ＜０ ０１）以及农民创业亲友数（ｄｙ ／ ｄｘ ＝０ ０４，ｐ ＜０ ０１）均显

著促进农民整体的创业选择。 而村企业载体，如大型商贸市场、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并未促进农民整

体创业选择。 由此可知，尽管村创业家庭和企业数能够促进农民整体的创业选择，但对农村政治精

英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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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第 ７ 期



表 ４ 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农村政治精英
－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４０５∗∗∗

（０ ０３４）
－ ０ ４２４∗∗∗

（０ ０４３）
－ ０ ４１４∗∗∗

（０ ０３４）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

业家庭数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２）
政治精英 × 村创业家

庭数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３）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

微企业数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村小微企

业数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２）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

载体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政治精英 × 企业载体
０ １１４

（０ ０８５）
朋亲创业氛围：创业

亲友数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５）
政治精英 × 创业亲

友数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９）

性别
０ ５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５０５∗∗∗

（０ ０３２）
０ ４８０∗∗∗

（０ ０３５）
０ ５０５∗∗∗

（０ ０３２）

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组
－ ０ ３５８∗∗∗

（０ ０４２）
－ ０ ３５７∗∗∗

（０ ０４２）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４７）
－ ０ ３３７∗∗∗

（０ ０４２）

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组
０ ８１４∗∗∗

（０ ０３３）
０ ８１４∗∗∗

（０ ０３３）
０ ８３０∗∗∗

（０ ０３６）
０ ７９５∗∗∗

（０ ０３３）

西部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０）

东部组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６）

常数项
－ １ ０７３∗∗∗

（０ ０９７）
－ １ ０７１∗∗∗

（０ ０９６）
－ １ ０８７∗∗∗

（０ １０３）
－ １ １０７∗∗∗

（０ ０９６）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２６８ ４５ １２７３ ０８ １０７１ ９７ １３１６ ０９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１５７ ０ １１５４ ０ １１５６ ０ １２４９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９５０６ １１２３２

　 　 注：∗∗∗、∗∗和∗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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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民“朋亲圈”内创业氛围的调节效果图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从样本、变量和研究方法上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在研究样本上，本文选取年龄

大于 ３０ 岁的受访者进行重复检验（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 ［５］。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自变量与调节

变量回归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 ５ 稳健性检验一：样本筛选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农村政治精英
－ ０ ３７８∗∗∗

（０ ０３３）
－ ０ ３７７∗∗∗

（０ ０３３）
－ ０ ３７９∗∗∗

（０ ０３３）
－ ０ ３９５∗∗∗

（０ ０４２）
－ ０ ３８６∗∗∗

（０ ０３３）
村落创业氛围：村
创业家庭数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村创业

家庭数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２）

村落创业氛围：村
小微企业数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村小微

企业数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村落创业氛围：企
业载体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８）

政治精英 × 企业

载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８０）

朋亲创业氛围：创
业亲友数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创业亲

友数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０）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１５７
（０ ０９８）

－ ０ ２３９∗∗

（０ １００）
－ ０ ２３９∗∗

（０ １０１）
－ ０ ２３３∗∗

（０ １０９）
－ ０ ２７６∗∗∗

（０ １００）
观测值 ９８７９ ９８７９ ９８７９ ８２９２ ９８４６

　 　 注：∗∗∗、∗∗和∗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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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量选择上，本文考虑到乡土情境下农村党员和干部在意识形态、自身权力、责任和可调用、
分配的资源上存在一定差异。 掌握村庄正式权力和资源的村干部，基于政治方面的相对优势，在村

民自治中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是连接地方政府与村民间的“结构洞”。 故本文将农村政治精英

聚焦于村干部群体，采用指标“是否（曾）担任过村干部”替代主模型中的自变量。 在总体样本中，
村干部占比约为 １３％ 。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模型 １ 结果说明，将农村政治精英限定为村干部后，
政治精英的创业概率仍旧显著低于非政治精英，大约低 １９％ （ｐ ＜ ０ ０１）。 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如

模型 ２ ～模型 ５ 所示，模型 ２、模型 ３ 表明，村落创业氛围中，村创业家庭数和村小微企业数均未能

显著影响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这与主模型结果一致。 模型 ４ 结果表明，村企业载体有效弱化

农村政治精英（村干部）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 模型 ５ 结果表明，“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

越强，农村政治精英与其创业选择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朋亲圈”内的创业氛围越弱，该负向关系

越强，与主模型结果一致①。
表 ６ 稳健性检验二：更换自变量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农村政治精英：是
否（曾）是村干部

－ ０ ５５１∗∗∗

（０ ０４３）
－ ０ ５５１∗∗∗

（０ ０４３）
－ ０ ５５１∗∗∗

（０ ０４３）
－ ０ ５９２∗∗∗

（０ ０５６）
－ ０ ５６１∗∗∗

（０ ０４４）

村落创业氛围：村
创业家庭数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村创业

家庭数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３）

村落创业氛围：村
小微企业数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１）

政治精英 × 村小微

企业数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２）

村落创业氛围：企
业载体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政治精英 × 企业

载体

０ ２１９∗∗

（０ １０５）

朋亲创业氛围：创
业亲友数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５）

政治精英 × 创业亲

友数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 １ ０６２∗∗∗

（０ ０９５）
－ １ １４３∗∗∗

（０ ０９８）
－ １ １４６∗∗∗

（０ ０９７）
－ １ １４５∗∗∗

（０ １０４）
－ １ １８１∗∗∗

（０ ０９７）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９５０６ １１２３２

　 　 注：∗∗∗、∗∗和∗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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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代替非线性概率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回归中，
仍旧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村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回归结果与主模型保持一致（如表 ７ 所示）。
综上，本文研究结论拥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７ 稳健性检验三：主模型更换回归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法）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农村政治精英：是否（曾）
是村干部或党员

－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１）
－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１）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１１）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１３）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１１）

村落创业氛围：村创业家

庭数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政治精英 × 村创业家庭数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村落创业氛围：村小微企

业数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政治精英 × 村小微企业数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村落创业氛围：企业载体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政治精英 × 企业载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７）

朋亲 创 业 氛 围： 创 业 亲

友数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５）

政治精英 × 创业亲友数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０ １５２∗∗∗

（０ ０３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２）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１２３∗∗∗

（０ ０３３）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１）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９５０６ １１２３２

　 　 注：∗∗∗、∗∗和∗代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进一步探讨

１．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区域差异

对主效应进行分区域检验，既反映区域异质性，又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针对我国东

南、环渤海、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进行分组检验。 结果如表 ８ 所

示：六个区域下，农村政治精英均表现出较低的创业可能性。 将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

后可知：传统文化印记对于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牵绊”作用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明显，政治精英

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 ２１％ ；在环渤海地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

１８％ ；在东南、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 １２％ ；在西北地区，农
村政治精英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低约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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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主效果分区域检验①

变量
创业选择：是否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地区 全国 东南 环渤海 中部 东北 西南 西北

农村

政治

精英

回归系数
－ ０ ４０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３３９∗∗∗

（０ ０５８）
－ ０ ５１５∗∗∗

（０ １０３）
－ ０ ３２５∗∗∗

（０ ０７３）
－ ０ ３２５∗

（０ １７４）
－ ０ ６０４∗∗∗

（０ ０８１）
－ ０ ３５６∗∗∗

（０ ０９６）

边际效应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１２）
－ ０ １２４∗∗∗

（０ ０２０）
－ ０ １８４∗∗∗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６２）
－ ０ ２１２∗∗∗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４）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１１２７１ ３４５８ １３７２ ２３７７ ５９９ ２０１４ １４５１

　 　 注：∗∗∗、∗∗和∗代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动机探索：“生存推动”还是“机会拉动”？
创业动机反映着创业者的需要及创业目标，是创业选择的根本动力。 窦大海和罗瑾琏

（２０１１） ［６３］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创业动机归纳为经济动机和社会动机。 经济动机解决个

体生理和安全需要，社会动机解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Ｇｉｌａｄ 和 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８６） ［６４］ 基于推拉理

论，将创业动机分为生存推动型和机会拉动型。 前者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就业选择，为解决“温饱”
或改善生活现状而被迫创业，这也反映创业者的经济动机；而后者是由于发现了创业机会、为寻求

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而主动创业（杨婵等，２０１７） ［７］，反映创业者的社会动机。
“千村调查”问卷收集了农村创业者创业的原因，包括：“１． 发现了机会；２． 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

３． 改善生活；４． 寻求更大独立；５． 成就一番事业；６． 其他”。 其中，“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和“改善生

活”表现出以生存为目标的经济动机；而“发现了机会”“寻求更大独立”以及“成就一番事业”则表现

出机会驱动的社会动机。 基于此，本文构造虚拟变量“生存型创业”：若创业原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

择”或“改善生活”，该变量记 １，否则记 ０；构造虚拟变量“机会型创业”：若创业原因为“发现了机会”“寻
求更大独立”或“成就一番事业”，该变量记 １，否则记 ０。 本文构造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探索农村政治精英创业到

底是由“生存推动”还是“机会拉动”？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在控制了创业者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家
庭经济水平及所在区域后，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创业者低约 ５％；
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比非政治精英创业者高约 ４％。 这说明，创业机会在正式制度缺失的农村具有稀

缺性和排他性（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 和 Ｈｏｎｉｇ，２００３［６５］；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６２］），故更容易被农村政治精英感知和捕获。
表 ９ 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与其创业动机②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生存型创业 机会型创业

农村政治精英

回归系数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５２）

边际效应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家庭经济水平及所在区域

观测值 ４３９３ ４３９３

　 　 注：∗∗∗、∗∗和∗代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针对模型回归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针对边际效应，括号中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６６

万君宝，查　 君，徐婉渔　 政治精英身份是农村创业的“动力”还是“牵绊”？

①
②

限于篇幅，分区域检验的完整结果略去备索。
限于篇幅，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与其创业动机的完整结果略去备索。



六、 结　 论

１． 研究结论

农村政治精英在相对封闭、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地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当下脱贫减贫、实
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上，农村政治精英甚至决定能否“响鼓重锤”攻克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 在

国家“双创”政策背景下，很多农村政治精英投身创业，身体力行带动村庄经济发展、解决村民就业

“难题”，故挖掘农村政治精英创业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 我国农村具有特殊的历史进程，传统文

化思想在农村演进中仍发挥持续的印记效应，尤其是“庇护—依赖”关系及其衍生出的“官本位”
“安于现状”等小农思想限制着农村政治精英的创业选择。 本文研究发现：（１）相较于农村非政治

精英，政治精英对创业选择更加回避，且这种效应在我国各区域表现出普遍性。 其中，西南地区的

农村政治精英对于创业的回避态度更为明显，而其他地区中农村政治精英对于创业的回避态度呈

现一定程度的分化。 这说明：尽管农村政治精英拥有更充裕的资源、面临更佳的创业条件，但在传统

文化印记下，他们普遍不愿主动利用这些资源创业，即在农村独特的文化环境中，政治资本的“动力”
作用受到了限制。 （２）随着农村开放性的增强，创业氛围代表的新兴创业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
击效应”进而导致传统思想印记的式微，创业氛围不仅能推动农民创业，更能弱化农村政治精英对创

业的回避态度。 （３）农村朋亲强关系通过高度信任感和身份认同感对政治精英创业产生了“带动效

应”，并在创业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 （４）相对于非政治精英，农村政治精英创业者由

于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资源，更能捕获与利用商业机会，故其创业动机更多表现为机会推动型。
２． 对策建议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更重视农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予以政治精英，尤其

是活跃在扶贫、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更多关注与支持。 农村政治精英能力和资源占优、拥有更佳创业

条件。 通过引入创业机会、强化制度建设、构建公平的创业环境，调动本土精英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让
他们在乡村振兴、农村创业和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更宝贵的人生价值。 其次，在
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中国情境下，对农村创业的推动要充分结合我国农村特殊的生态、文化环境。
相较于城市创业，农村创业既面临信息不足和市场局限、创业主体能力缺乏等现实“瓶颈”，更受传统

文化与价值观，如“庇护—依赖”“等级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使农民对创业具有不一样的思考与

选择。 因此，有必要从农村生态、文化环境及其印记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村创业活动并给予更多关注。
第三，要更加关注农村文化建设，培育新时代农民价值观和独立、规范的市场参与精神。 文化是国家、
民族发展中的深层动力，对于人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连续而深刻。 作为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我国农村

培养了农民淳朴和善、务实包容等“闪光”特质，但在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演化中，也存在“庇护—依赖”
与“安于现状”等小农意识。 故农村文化建设既要立足传统思想，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品质，也要理性吸

纳外界多元文化，将城市中有活力、讲规则、敢拼搏的创业文化引进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并发

展新时代农民价值观。 最后，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注重城乡资源的双向流通，良性互促，因地制宜地实现农

村机会开发。 一方面，将外部信息、资源引入农村，避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出；另一方面，依靠农村深厚的

人情纽带与农民的乡土情怀将外部精英“引流归乡”，引导体制内外、不同领域精英间的交流，充分发挥

人情、朋亲网络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政治文化意识与市场经济活动齐头发展的“双通道”。
３． 研究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亟待进一步探讨：首先，受限于样本数据，本文无法对印记的变化过

程进行长期跟踪分析。 而文章基于印记“牵绊”的视角和资本“动力”的视角所提出的两条假设可

能在时间上存在相互转化的临界点，未来研究可就此进行深化。 其次，本文从文化印记的视角挖掘

了农村政治精英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并未考察该印记对农民创业的过程和乡村企业发展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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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 未来可从印记视角探讨政治精英对农村企业绩效、资源获取及责任承担方面的影响。
第三，本文对于“外部文化如何影响农村传统文化印记”的分析并未考虑到当地文化包容度、传统文化

强度等因素的作用。 未来可从这两方面入手，对“农村当代文化建设”进行更为深入的考量。 第四，本
文对于研究问题的分析并未全面考虑不同村落场域内的微观差异，如：社会阶层、风俗习惯以及自然

条件等。 这种更为细致的要素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以及农村文化构建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探讨。 最后，
本文对于农村开放性的探讨仅聚焦于文化层面，而一个聚落空间的开放过程体现在经济、人口流动、
政策等各方面。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逐步的对外开放、经济互通，而农村要

想发展，必然也要如此。 未来可基于更多层面对农村开放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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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Ｌｉｎ，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４４］付英．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Ｊ］ ． 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３）：

１５４ － １６３．
［４５］肖唐镖．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０６，（９）：６４ － ７０．
［４６］齐玮娜，张耀辉． 区域环境差异与创业质量的“马太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 ＳＹＳ⁃ＧＭＭ 检验［ Ｊ］ ． 北京：经济管理，

２０１５，（７）：３５ － ４４．
［４７］吴小立，于伟． 环境特性、个体特质与农民创业行为研究［Ｊ］ ． 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６，（３）：１９ － ２９．
［４８］杨卫忠．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Ｊ］ ． 北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

（２）：３８ － ５１．
［４９］周亚越，俞海山． 区域农村青年创业与创业文化的实证研究———以宁波为例［Ｊ］ ． 北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５，（８）：３７ － ４４．
［５０］Ｔｓｕｉ，Ａ． Ｓ． ，Ｓ． Ｓ． Ｎｉｆａｄｋａｒ，ａｎｄ Ａ． Ｙ． Ｏｕ．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Ｇａｐｓ，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３）：４２６ － ４７８．
［５１］Ｎｏｓｅｌｅｉｔ，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０．
［５２］蒋剑勇，郭红东． 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Ｊ］ ． 北京：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２，（２）：２０ － ２７．
［５３］王淑芹，刘畅． 我国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的反思与超越［Ｊ］ ．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４５ － １５２．
［５４］张玉利，杜国臣． 创业的合法性悖论［Ｊ］ ． 北京：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７，（１０）：４７ － ５８．
［５５］费孝通． 乡土中国［Ｍ］．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６］董静，徐婉渔，张瑜． 我国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调查研究———人情关系与“规范化”经验的影响与互动［ Ｊ］ ． 上海：财经研

究，２０１８，（１）：２０ － ３２．
［５７］郭云南，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３，（３）：６９ － ８１．
［５８］Ｋｗｏｎ，Ｓ． Ｗ． ，ａｎｄ Ｐ． Ａｒｅｎｉ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

（３）：０ － ３３０．
［５９］杨隽萍，于晓宇，陶向明等． 社会网络、先前经验与创业风险识别［Ｊ］ ． 天津：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７，（５）：４０ － ５５．
［６０］金迪，蒋剑勇．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的农民创业机理研究［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１２）：１８０ － １８１．
［６１］蔡栋梁，邱黎源，孟晓雨，马双． 流动性约束、社会资本与家庭创业选择———基于 ＣＨＦＳ 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北京：管理世

界，２０１８，（９）：８５ － １００．
［６２］叶文平，李新春，朱沆． 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 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１）：

１３９ － １５６．
［６３］窦大海，罗瑾琏． 创业动机的结构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Ｊ］ ． 北京：管理世界，２０１１，（３）：１８２ － １８３．
［６４］Ｇｉｌａｄ，Ｂ． ，ａｎｄ Ｐ． Ｌｅｖｉｎｅ． 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６，（４）：４５ －５３．
［６５］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 Ｐ． ａｎｄ Ｂ． Ｈｏｎｉ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３）：３０１ －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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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ｅｔｕｓ ｏｒ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ＡＮ Ｊｕｎ⁃ｂａｏ，ＺＨＡ Ｊｕｎ，ＸＵ Ｗａｎ⁃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ｇｈ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ｎｙ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ｄｅｖｏｔ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Ｆ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ｔｈｅ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１） Ｉｓ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３）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ｔｅ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ｕｂｔｓ，ｗ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１４，１２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１）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ｈａｓ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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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君宝，查　 君，徐婉渔　 政治精英身份是农村创业的“动力”还是“牵绊”？




